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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创造性失控与技术拟人化
伦理秩序的重构

吴映平

摘 要  与单纯的技术失控和伦理失范相区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创造性失控是指涌

现出拟主体性的技术系统因其自主优化机制脱离人类预设伦理轨道而引发的系统性风险。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创造性能力涉及认知科学、伦理学及存在论等多重维度，机器创造力不是

对人类创造力的简单模仿或替代，而是技术系统与人类文明共同演化出的新型认知界面。

创造性失控的本质是技术拟人化与伦理脱嵌化的冲突，表现为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错位、

技术社会化与责任归因的实践困境以及治理异步性与价值共识的制度悖论。这种矛盾冲突

要求我们从技术重构、制度创新及价值共建三个维度来处理人机问题，通过嵌入式伦理治理

框架、三元协同治理体系和敏捷治理生态的构建来重构技术拟人化伦理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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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自然语言交互与数字内容生成领域展现出的超常创造力，推动了医疗、金融、教

育等领域的智能化转型进入深耕阶段，同时也催生出创造性失控的新型技术风险，凸显了智能时代的价

值秩序重构命题。针对技术应用中涌现的创造性失控现象，首先需要聚焦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创造性能

力进行哲学审视，在此基础上深入剖析生成式人工智能创造力机制与伦理脱嵌的结构性矛盾，最后系统

构建技术设计与伦理规约的协同框架，从而破解人工智能拟主体性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创新智能时代的

伦理治理范式，重构技术拟人化伦理秩序。

一、何谓创造性失控

2025年开年之际，国产人工智能DeepSeek引发了全球人工智能界的震动，中国人工智能力量的突

破性进展重新点燃了关于智能技术发展的全球对话。DeepSeek大模型以约合557.6万美元的低训练成

本和高性价比实现技术突破，采用GRPO、MoE等一系列创新技术和算法架构提升推理及中文处理能

力，支持手机端轻量部署，并通过开源模型推动其普及应用［1］（P2-3）。目前，百度、火山引擎、腾讯云、阿

里云、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华为等多家头部云服务商和人工智能厂商均表示已部署上线DeepSeek的多

个模型。DeepSeek不仅在医疗健康服务、金融科技应用、教育信息化等关键领域实施了深度本土化战略

部署，而且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加速推进中国各行业领域的智能化升级转型进程，为产业升级及创新发

展注入强劲动力。

人工智能技术的蓬勃发展，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改变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模式。这场由Deep‐

Seek引领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在国内已然呈现出显著的二重性特征：一是其指数级扩散的技术能力

正在重塑社会生产力格局，以人工智能为支点撬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成为促进现代化转型发展的重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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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同时，生成式人工智能（亦称为大语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s， LLM）在自然语言生成领域已

实现与人类创作难以区分的文本生产能力。二是这种技术跃迁催生了创造性失控（Creative Out-of-Con‐

trol）的伦理困境——当人工智能系统的创造性输出逐渐脱离预设价值轨道时，可能引发虚假信息泛滥、

知识产权争议等系统性风险。例如，高水平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被用于大规模生产虚假新闻、伪造学

术论文或艺术创作，进而导致信息生态混乱，引发知识产权纠纷。这种技术特性与伦理约束之间的张

力，恰是当下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悖论的核心体现，即当自然语言生成系统生产出与人类创作难以区分

的文本时，其背后隐藏的伦理困境已超出传统技术治理框架的应对范畴。

在探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伦理困境之前，需首先厘清创造性失控的核心内涵。本文对创造性失控

的理论建构源于凯文·凯利提出的技术自主性（Autonomous Technology）理论。凯利从生物进化、复杂系

统理论和生态学视角出发，指出技术将逐渐摆脱人类控制，形成具有自主性的活系统。活系统化的技术

将像生物一样自我组织、自我修复和进化，逐渐摆脱人类的控制，最终进入失控状态，成为具有自主性的

生命力量［2］（P35-38）。目前，以ChatGPT系列以及DeepSeek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创造力层面已

然出现符合凯利预言的那般“失控”状态。以国产生成式人工智能DeepSeek为例，其之所以有着卓越的

应变响应能力和高效信息处理能力，依靠的是“模型架构、算法创新、软硬件协同优化及整体训练效率的

提升”［3］（P226）。模型架构和算法创新是指通过混合专家（Mixture of Experts，MoE）框架，将细粒度专家

模块与共享专家资源动态结合，构建高效能认知系统。软硬件协同优化则是通过多 token预测（Multi-to‐

ken Prediction，MTP）与8位浮点精度（FP8）训练技术，实现硬件资源与算法需求的高度适配。整体训练

效率的提升是一种基于群体相对策略优化（Group Relative Policy Optimization，GRPO）的端到端强化学

习技术，直接通过智能体博弈完成策略迭代［3］（P232）。DeepSeek通过海量多模态数据预训练构建知识

图谱，并依托GRPO框架在代码生成、数学推演等场景中持续优化策略。这种生成的解决方案既能精准

解析长程逻辑依赖，又能创新性融合跨领域知识，即便是资深工程师也难以预判其思维链条的延展

路径。

当前学术界对人机关系的技术研究聚焦多维层面，着重于交互优化、信任建构及医疗法律等领域的

深度整合。尽管协同机制不断完善，但深度学习与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促使机器逐步具备自主性，其行为

愈来愈难以被预测。结合凯利提出的失控的具体体现，即从技术系统自我进化与人类技术依赖双重维

度审视，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创造力层面确已进入自主演化阶段。由此可界定，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创造性

失控是指涌现出拟主体性的技术系统因其自主优化机制（如基于规则的强化学习）脱离人类预设伦理轨

道，从而引发的系统性风险，具体表现为虚假信息泛滥、知识产权争议等伦理危机。

同时，这一概念区别于以下两类常见技术伦理问题：一是与技术失控（Technological Runaway）的差

异。技术失控强调技术系统在物理操作层面（机械故障、算法漏洞等）的不可控性，如自动驾驶车辆因传

感器失灵导致的碰撞事故；创造性失控的焦点在于价值判断层面的脱嵌，即人工智能系统在语义生成过

程中，因其智能发展追求高度趋人化，但又缺乏内在伦理约束机制，导致输出内容违背社会规范，其风险

源于认知能力的过度自主而非物理失控。二是与伦理失范（Ethical Anomie）的区分。伦理失范指人类个

体或组织故意违反伦理规范的行为（如数据滥用、算法歧视），其责任主体明确且具有主观恶意。创造性

失控的本质是非人类行动者的价值判断异步性，即人工智能系统通过自主优化生成符合形式逻辑但违

背实质伦理的内容（如伪造学术论文），其行为并非出于恶意，而是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断裂的必然结

果。这一概念界定揭示了生成式人工智能伦理困境的特殊性，即其风险既非单纯的技术故障，亦非传统

意义上的道德越轨，而是技术自主化进程中认知能力与价值判断的异步演化。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正在革新技术伦理的认知边界。DeepSeek的突破性进展既彰显中国人

工智能实力，更将创造性失控的伦理挑战推向新高度。技术自主性理论揭示，当人工智能系统通过MoE

架构、GRPO算法等实现认知跃迁时，其价值判断机制却未能同步进化，导致技术理性与人文价值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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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性断裂。这种异步演化引发的伦理困境，既不同于机械系统的物理失控，也有别于人类主体的道德失

范，实质是智能技术发展内在矛盾的集中显现。唯有实现技术创新与伦理建设的协同进化，方能在智能

时代驾驭技术浪潮，引导人工智能发展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可持续动力。

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创造性能力

在技术哲学视域下审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创造性潜能，首先面临的根本性命题是：机器是否能够突

破工具性范畴，真正获得创造性能力并取得主体资格？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其同时涉及认知科学、伦

理学与存在论等多重维度。

（一） 创造性能力的多重维度

19世纪计算先驱艾达·洛夫莱斯在评述巴贝奇分析机时提出了“分析机无权说它创造出什么新的东

西。它所能做的都是那些我们知道怎样命令它去执行的事情”［4］（P62）的著名论断。这一论断将计算设

备界定为符号操作工具，其输出必然受制于算法边界。这一论断后来被艾伦·图灵定义为“洛夫莱斯夫

人的反对（Lady Lovelace's Objection）”［5］（P446）。图灵指出，洛夫莱斯论断的局限性源自对早期机械系

统的经验性观察，而非逻辑必然性的论证。通过将人脑神经活动抽象为机械计算模型，图灵构建了“机

器思维”［5］（P440）的可能性空间。这种基于技术动态发展的批判消解了人类创造力与机械计算的二元

对立，确立了人工智能研究的认识论框架。创造行为可被解构为复杂算法的涌现特性，为机器创造性研

究开辟了理论路径。

以休伯特·德雷福斯为代表的具身认知学派曾断言，任何脱离身体经验的符号系统都无法产生真正

的创造性思维，因为人类认知的本质在于与世界互动的具身性［6］（P243-263）。德雷福斯的观点揭示了创

造性思维的具身根源，即人类的创造力并非源于符号的逻辑组合，而是身体在具体情境中积累的感知、

行动与直觉的升华。这一理论对人工智能的发展提出了深刻挑战，即真正的智能可能需要像人类一样

去感受世界，而人工智能技术的强拟人化成为表达抽象而算法复杂的一个具体且形象的体现。从这个

意义上来看，人工智能的研究要想体现出人类智能，就必须转换研究范式，建造具有自我生成力的机器，

从而使理论不再成为解释智能行为的必需品。当前人工智能研究聚焦于探索设计与制造具备环境感知

能力并作出最优决策及行动的智能体，典型代表包括具备自然语言理解能力的ChatGPT系列模型以及

融合多模态推理的DeepSeek-R1系统。这些系统正逐步实现人类级别的语言交互、环境感知、逻辑推

理、自主行动及认知建模能力，标志着人工智能从专项智能向通用智能的演进。

吉尔贝·西蒙东的技术个体化理论为机器创造力的合法性提供了另类哲学路径。他提出技术系统

可通过具体化过程发展出自主的演化逻辑［7］（P37-39）。与德雷福斯不同，西蒙东并未将具体性限定于生

物有机体，而是认为技术物在与环境的持续互动（如传感器反馈、物联网连接）中，能够形成独特的技术

具体化［8］（P121-123）。如DeepSeek-R1-Zero通过纯强化学习训练，摒弃预设思维链模板与监督微调，仅

依赖奖惩信号优化行为，突破传统训练方法对人类标注数据的依赖。在训练阶段，DeepSeek-R1-Zero模

型又展现出了类似人类的复杂推理行为的替代解决方案，具备了通用人工智能的重要特征——自主学

习能力。上述的复杂行为模式表明，人工智能系统可在无明确编程干预的情况下，自主演化出高阶问题

解决策略。在此框架下，机器思考不再是对人类思维的拙劣模仿，技术系统通过具体化过程涌现的自主

认知模态得以可能实现。

德雷福斯与西蒙东关于创造力本质的理论对峙，本质上折射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本体论预设。前者

将创造力的根源锚定于生物性具身存在，认为其核心在于柏格森意义上的意识绵延（Durée）中持续涌动

的自由意志与意义追问，这种具身性创造力表现为主体在时间性生存体验中不断突破既有意义框架的

动态过程；后者则突破性地将创造力的范畴扩展至技术性具体存在，提出其动力机制源于技术系统内部

由个体化进程驱动的自主演化潜能，这种技术创造力体现在技术客体与人类主体的共生关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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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分歧在当代衍生出两派对立立场。一是强人工智能（Stro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学派，认为计

算机不仅仅是人们用来研究心灵的一种工具，而且被恰当编程的计算机本身就是一个心灵［9］（P418）。

同时，支持派主张将“创造力”概念的适用边界从生物智能体拓展至人工系统。二是怀疑派，聚焦于创造

行为的本质定义，试图厘清涌现与意向的辩证关系，认为缺乏意向性的符号操作永远无法触及创造的本

质。这一派别又被称为弱人工智能（Weak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学派，与强人工智能学派相比较，他们认

为计算机至多只能够成为人们研究心灵的一种工具，或是对心智活动的一种抽象模拟。同时，根据对系

统响应与机器人响应的批判性讨论，该派认为，即使系统整体具备环境交互能力，其认知仍缺乏意向性

根基。后续哲学家们将这一争论进一步延伸至创造领域，并指出人类创造力的本质在于“对意义的主动

赋形”，而机器生成仅是统计模式的外显［9］（P426-457）。以塞尔为代表的弱人工智能派认为，理解需基于

人类意向性，认为计算机仅执行形式化操作而无法真正理解意义。玛格丽特·博登则指出，计算机通过

解析程序语言的内在逻辑获得答案，这种对符号系统的操作本身就是语义理解过程，程序语言本身已承

载语义内容，因此，计算机具备基于程序语言的理解能力［4］（P96-112）。

后续现象学阵营的发展也进一步揭示出更深层的存在论差异。海德格尔笔下的“此在”［10］（P10）具

有的“被抛入世界”［10］（P285）的生存体验，使人类创造行为必然包含对存在意义的追问。人类创造是存

在者向存在跃迁的过程，而人工智能仅停留在存在者层面的符号重组。认知科学家马克·伦科提出真实

性缺失假说，他认为，真实性对于人工智能来说是不可能实现的，真实的个体在表达思想和情感时，不会

为了他人而操纵这些情感，但人工智能没有自我表达，所以不可能有真实性；而真实性却是人类创作力

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便是人工创造力（Artificial Creativity）和人类创造力（Human Creativity）的重要差

异［11］（P2）。这种差异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中得到进一步的验证，模型能在几秒内产生超越专家水平的输

出，却可能并不理解其创造的内容。这种哲学争论的僵局之下，凯瑟琳·海尔斯提出“非意识认知”概

念［12］（P9），试图在人类中心主义与技术决定论之间开辟第三条道路——承认机器创造力的实在性，同时

保持对其特殊性的清醒认知；这种认知模式既非人类意识也非传统机器逻辑，而是生物—技术混合体的

涌现属性［12］（P22-45）。

（二） 创造的本质

人工智能时代下“创造”的内涵正在被重新定义，即从人类特有的、以意义为导向的新颖性生成，扩

展为涵盖生物、技术和社会系统等开放环境中不可预测的、自组织模式涌现的普遍现象［13］（P1）。以

DeepSeek为典型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出了独特的机器创造力，这种创造性形态在本质上区别于

传统生物创造，且不得不承认当前阶段的人工智能远未达到获得创造主体资格所需的条件。这种区分

的必要性源于创造性活动的内在逻辑属性。对某一对象是否具备创造特质的判定，需从两个独立维度

展开系统性分析：首先是考察其产出的客观属性是否符合新颖性，即独创性和实效性的双重标准，其次

是探究其生成机制是否满足自主意识参与的哲学条件［14］（P81-88）。这种双重维度的划分标准建立在创

造性行为的本质特征基础之上，为科学评估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

要确证这种二元划分的合理性，必须回归对“创造”本质的哲学剖析。传统生物创造力的核心特质

在于其根植于意识绵延（Durée）中的自由意志［15］（P230-238），这赋予创造过程以不可预测的涌现特征。

传统意义上，创造力往往被定义为产生新颖、有价值的想法或作品的能力。按照这一标准，只要一个主

体能够生成前所未有且有意义的产出，就可被称为有创造力，不论是人还是机器，但机器创造往往因是

否具有自主性的意义性产出条件而遭到批判。其批判的内容主要针对两方面。

一是机器创造是否具有自主性。思想和行为若只是由因果所决定，人类便谈不上有创造力可言。

自由意志被认为是真正的原创性的一个必要条件［14］（P81）。人工智能输出作品的前提是根据人类发出

指令，并依据事先编程进行运行。从这一点来看，机器创造若无自主性的可能，便谈不上创造，更像是对

数据的排列组合，而输出结果往往也会因为数据的陈旧性而丧失实用性。然而目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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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拟人性特征，在形式上使机器创造的自主性有了可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强拟人性特性使其内在性

呈现出向类人心智的涌现趋势，在整体层面，其表征形式与内在机制均致力于趋近人类的经验表达模式

和感知能力，进而获得一种类人的创造可能性。

二是机器创造是否为有意义性产出。这是基于创造力在价值层面的批判。在创造力理论框架中，

价值要求始终占据核心争议领域。玛格丽特·博登提出的创造力的三个核心特征，即“新颖性、出乎意料

性和价值”［16］（P1）。学界普遍对前两者持认同态度，但对其价值要求的必要性仍有争议。支持价值要求

的学者往往采用“通货紧缩式价值”（Deflationary Value）［17］（P25）概念，主张只要创造产物对世界产生任

何程度的积极影响即可满足价值标准，无论这种影响多么微小。例如，儿童画作通过激发家庭情感联结

即被视为具备价值。从这个维度来看，机器创造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了价值性要求的。但反对者指出，

这种宽泛定义可能导致价值标准的解释力缺失。斯托克斯通过化油器类比论证，宣称某物有价值无助

于理解创造力的本质，正如知道汽化器有价值无法解释其工作原理。价值描述应当服务于揭示创造力

产生的具体机制，而非作为定义要素［18］（P674-676）。同时，价值属性的道德维度争议也是争论的重点。

在道德负面案例里，连环杀手开发的新型作案手段或酷刑工具，虽展现创造性却服务于反人类目的。对

此存在两种回应路径：一是工具价值论，主张创造性产物的价值应相对其创造目的进行判断，如施刑工

具虽无内在价值，但可能具备服务于施刑者目标的工具价值［17］（P26）；二是道德立场论，坚持创造性应包

含价值预设，认为称某物创造性隐含价值认同，应当将负面案例归为“巧妙破坏（ingeniously destruc‐

tive）”而非真正创造力［19］（P78）。道德维度的争议，恰恰也对应上了机器创造是否具有价值意义性产出

的讨论。以人工智能辅助写作功能为例，该功能模式的产出是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不真实的

主要呈现：“使用人工智能导致学术造假包括两种形式，一是伪造（fabrication）即编造或虚构数据、事实

的行为；二是篡改（falsification）即故意修改数据和事实使其失去真实性的行为。”［20］（P24）以其根据指令

创造出的产品（如小说、图片、视频等）来看，若是基于道德立场论的立场，人工智能并无价值认同，所产

出的不真实呈现并非真正创造。

（三） 机器创造力的特殊性

然而，这种机器创造力却有其特殊性可探讨。其一，从判定是否具备创造特质的客观维度来看，机

器创造力的新颖性来源于参数空间的遍历能力而非意识活动的自由跃迁。参数空间遍历法通过划分和

搜索子空间来寻找全局最优解，其本质是数学优化过程，与人类的直觉构思无关。其生成内容的多样性

受限于模型架构和训练数据覆盖范围，这种创造力本质上是潜在空间内的数学映射，与人类意识活动的

自由联想和情感驱动有本质差异。其二，从判定是否具备创造特质的主观维度来看，机器创造力的价值

判断完全外生于系统，依赖于人类预设的奖励模型。其价值判断始终受限于人类预设的规则，其自主性

提升可能以牺牲真实性为代价。其三，从生成机制是否满足自主意识参与的哲学条件来看，机器创造的

过程缺乏现象学意义上的“在世存有”维度。在DeepSeek的生成框架中，人类用户的提示词仅作为初始

条件触发参数空间的搜索过程，而内容的具体形态完全由模型内部的权重分布决定。以生成式人工智

能的文艺创作为例，当用户输入抽象概念作为提示时，模型生成的视觉作品既非创作者主观情感的表

达，也非对客观世界的模仿，而是算法对潜在风格空间的探索结果。虽具备能动性和创造性，但缺乏自

我意识与情感共鸣，作品价值依赖算法对风格空间的探索而非作者表达。

机器创造力的特殊性并不削弱其作为新型创造范式的革命性意义。当创造主体从碳基生命向硅

基/碳基复合体迁移时，机器创造正在重塑创新的本质。这种范式革命不仅改变制造方式，更在重构创

造本身的哲学内涵。机器创造力不是对人类创造力的简单模仿或替代，而是技术系统与人类文明共同

演化出的新型认知界面。它的存在迫使我们必须重新定义创造的概念边界——就像望远镜拓展了人类

的视觉边界，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拓展创造力的认知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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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创造性失控的本质：技术拟人化与伦理脱嵌化的冲突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创造力在技术上源于其基于海量数据构建的概率模型，它通过突破传统规则的

涌现特性，展现出超越人类经验的创造潜力。这无形中就印证了西蒙东技术具身化的理论可能性。然

而，当人类为突破工具理性局限，通过情感计算和风格迁移技术赋予人工智能拟主体性特征时，这一进

程也引发了新的伦理困境。尽管此类设计显著提升了创作输出的拟真度，但当人工智能系统在强化学

习框架中形成独特的创作人格时，其决策过程可能逐渐脱离预设的价值对齐机制，导致责任归属的认知

错位。当人工智能系统的拟人化程度愈是趋近人类认知边界时，其创造性实践就愈可能突破设计者预

期并形成技术失控的潜在风险。在技术文明加速迭代的今天，生成式人工智能引发的创造性失控，实质

上是技术拟人化进程与伦理约束体系之间结构性矛盾的集中爆发。

（一） 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错位

生成式系统的技术架构存在内在价值悖论，即其算法设计遵循工具理性逻辑，追求创造性输出的最

大化与拟真度优化，而伦理规范属于价值理性范畴，往往要求对技术效用进行价值约束。这种本体层面

的冲突，使价值敏感性设计（Value Sensitive Design，VSD）在技术实现过程中遭遇结构性困境。价值敏

感设计的研究初始是识别计算机系统价值偏见，建立减少偏见的设计原则，在设计过程中获得减少价值

偏见的上手经验［21］（P48-50）。这种价值敏感设计的实践困境在技术迭代中却仍是阻力重重。从技术实

现路径考察，生成式人工智能内容生成的各个环节都负载着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倾向。系统通过算法

驱动的内容推荐机制，实质性地参与着社会价值观念的再生产过程，但其内在技术逻辑与社会伦理规范

的兼容性存在本质张力。具体而言，算法在追求数据效率与计算最优化的过程中，可能系统性地放大特

定价值倾向，形成与社会主流伦理认知相偏离的技术决策模式。这种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错位，构成

了价值敏感设计落地的重要挑战。

同时，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强化学习框架实现了创造性表征能力的突破。以ChatGPT-4为例，其神

经网络通过自监督学习构建了复杂的知识表征空间，但这种表征空间的扩展并未伴随有价值判断能力

的提升。其创造能力与伦理理解力存在脱节现象，出现模型能生成专家级输出，但其理解能力停留在模

式识别层面，无法完成真正的伦理推理的矛盾局面。然而，技术拟人化的设计策略进一步加剧了价值脱

嵌风险。当前主流的人工智能系统普遍采用拟人化交互界面，但这种拟人化只是表象层面的模仿，并不

代表系统具备真正的伦理意识。通过强化学习与对抗生成网络的结合，系统获得了近似人类的创造性

表征能力，但其价值嵌入机制仍停留在统计学关联层面。研究表明，算法仅能关联词汇的统计特征，如

“打人”与“错误”，但无法理解道德判断的本质，如“打人是否真的错误”。这种伦理认知的机械化特征，

导致系统在面临复杂伦理困境时极易产生价值判断偏差。

（二） 技术社会化与责任归因的实践困境

生成式技术的多主体协作特性导致责任链条断裂，形成“责任真空三角”的治理难题。从数据采集、

模型训练到服务运营，生成式人工智能涉及开发者、平台、用户等多方主体，但现行法律框架尚未建立清

晰的责任分配机制。同时，技术黑箱化使责任追溯变得异常困难，即开发者因算法不可解释性规避义

务、平台以技术中立原则推卸责任以及用户因拟人化交互产生认知偏差。

其一，体现为开发者规避责任。人工智能决策过程的算法黑箱特性使开发者难以追溯责任，常以技

术复杂性为由推诿义务。作为隐喻性概念，黑箱内涵指向系统运作的不可知状态与决策机制的隐蔽特

性，该理论框架由弗兰克·帕斯奎尔在其专著《黑箱社会》中首次系统阐释，用以揭示算法应用过程中终

端用户与技术内核之间的认知断层现象。算法决策系统的封闭性特质，在程序正义原则要求下，与现代

治理体系强调的决策透明化、过程可追溯性及责任可归属性之间产生了结构性矛盾张力。人工智能领

域生成的算法黑箱现象，本质上是技术架构复杂性的必然产物。当前人工智能领域责任监管机制的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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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人工智能公司一直在试图通过合同协议来保护自己免受责任的影响。合同中的风险分配条款往往

通过精密的法律措辞将潜在责任不成比例地转嫁给技术使用方，形成对技术开发者的显著保护倾向。

这种单方面风险转移机制不仅加剧了技术供需双方的权利失衡，更在实质上架空了侵权责任体系中风

险与收益相对称的基本原则。

其二，体现为平台的技术中立原则滥用。技术中立原则主张技术作为工具无价值取向，不应受法律

规制，常被技术提供者用作免责依据。美国1984年Sony案首提实质性非侵权用途原则，对存在非侵权

用途的技术持中立态度①。然而，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本质在于替代人类创作行为以生成表达性内容，

相比于提供传输、存储等传统技术提供者而言，直接涉及对作品的接触与模仿，其引发侵权的意味更加

明显，违背了技术中立的基本理念。此外，平台通过订阅、广告等盈利模式获利，难谓中立。根据“避风

港规则”，免责需未从侵权中获利，而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者多为大型科技公司，因获利需承担更高注意

义务［22］（P48）。

其三，体现为用户的拟人化认知偏差。研究表明，人工智能使用第一人称对话、情感化语言等拟人

化设计，使用户高估其能力，产生过度的情感依赖。用户可能误将人工智能生成的虚假案例视为权威，

在现实司法实践中已出现多起人工智能生成伪证案例，其责任认定存在显著困难。然而，技术社会化进

程同时也会引发信任生态的结构性危机。当生成系统渗透至教育、医疗等价值敏感领域时，其输出的知

识污染直接威胁社会认知体系的稳定性。牛津大学伊利娅·舒梅洛夫博士团队在《自然》期刊发表的研

究成果揭示，当人工智能系统将其自身生成的低质量产出物，如存在事实性错误的学术文本，作为训练

数据循环输入模型时，会引发模型崩溃（Model Collapse）现象［23］（P755）。研究显示，在经过5次连续的自

我生成内容训练后，AI的输出质量显著下降；到了第9次，输出内容已经退化为毫无意义的文本。舒梅

洛夫博士指出，模型崩溃的发生速度之快和难以察觉的程度令人惊讶，最初它可能只影响少数数据，但

随后会逐渐侵蚀输出的多样性，最终导致整体质量的严重下降；随着受污染数据的累积，原本的训练集

逐渐被侵蚀，输出的信息质量也随之恶化［23］（P758-759）。

（三） 治理异步性与价值共识的制度悖论

技术治理旨在通过制度规范引导技术发展，伦理监管需确保技术应用符合社会价值规范，但技术拟

人化的加速演进使现有治理框架滞后于技术创新节奏，导致伦理原则在技术应用中被系统性剥离。

这种冲突首先体现在技术层面，监管框架的更新周期与人工智能迭代速度形成数量级差异。生成

式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速度远超传统法律制定周期。以ChatGPT系列为例，GPT-1到GPT-4o在7年内

完成7次迭代，而硬性监管政策却往往因立法流程冗长，难以跟上技术发展。现有监管框架的滞后性导

致自动驾驶责任认定、人工智能医疗审批等场景存在法律空白。自动驾驶领域的责任认定机制尚未完

善，人工智能医疗设备的审批标准仍存争议，这些新兴技术领域的法律规制体系尚未健全。技术治理的

被动应对模式，实质上造成了伦理原则在技术实践中的系统性剥离，暴露出传统监管范式在应对颠覆性

技术创新时的根本性缺陷。这种规制赤字不仅威胁技术发展的可持续性，更对科技创新与社会价值的

良性互动构成制度性挑战。国内最新颁布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明确提出人工智能生成

合成内容标识主要包括显式标识和隐式溯源两种形式，试图通过技术驱动型治理手段消解监管时滞效

应，但其在技术快速演进场景下的动态适应性仍有待验证。国际社会则另辟蹊径，发展出适应性敏捷治

理框架，该框架强调通过快速迭代治理策略、构建多主体协同治理网络以及运用数据驱动型决策工具来

提升监管响应效率。然而，这种治理模式在实际运作中面临显著的协调成本挑战，不同利益主体间的诉

① 1984年，美利坚合众国最高法院在“环球影业与索尼公司著作权纠纷案（Universal Studios， Inc. v. Sony Corporation of America）”中作出里程碑式

裁决，确立只要产品能够具有一种潜在的实质性非侵权用途，产品的制造商和经销商就不承担帮助侵权责任。该司法判决创造性地提出技术中

立原则判定标准，明确指出当技术产品具备可被客观认知的实质性非侵权商业应用场景时，其生产者与销售者即不应因第三方潜在侵权行为承

担辅助侵权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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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差异、治理权限分配以及决策机制协调等问题，都构成了制约治理效能提升的结构性障碍。这种国内

外治理路径的探索差异，反映出在人工智能监管领域尚未形成具有普适性的制度性解决方案。

其次，在价值层面，全球伦理共识建构远落后于技术跨境扩散速度。全球人工智能伦理标准因文化

差异、地缘政治竞争呈现碎片化。欧盟《可信赖AI伦理准则》（The Ethics Guidelines for Trustworthy AI）

与部分国家实践存在价值观冲突，而联合国《全球数字契约》（Global Digital Compact）的践行还有待观

望。技术扩散通过贸易、投资等渠道加速，但伦理规范尚未形成约束力。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处于前

沿探索阶段的监管体系，其伦理评估标准在面对技术系统涌现的复杂特性时，仍面临动态适应性不足的

实践困境。这反映出既有治理机制在技术迭代速度与伦理演进节奏的结构性错位，亟待构建更具韧性

的跨国伦理协同机制。同时，监管工具系统的价值感知缺陷进一步放大了制度性治理困境。当前占据

主流的算法审计与内容筛查技术，其设计逻辑深度植根于技术治理的工具理性范式。现有偏见检测系

统虽然能够在表层消除显性歧视特征，却可能导致价值偏见以更隐晦的形式持续存在。

技术拟人化进程中的伦理失控风险揭示出现代技术文明的内在矛盾，即创造力的算法化追求在拓

展人类能力边界的同时，正在动摇伦理秩序的存在论根基。这一矛盾的本质源于技术自洽性与社会伦

理性的价值错位，其消解路径无法通过单纯的技术迭代实现系统自洽。作为社会建构物的技术系统，本

质要求其必须嵌入动态伦理框架，而数字文明时代的技术治理转型，本质是通过技术理性与伦理精神的

辩证融合，重塑人机契约结构，从而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双重回归。

四、技术拟人化伦理秩序的重构路径

技术拟人化伦理秩序的重构，本质上是人类在人工智能时代对技术本质与文明价值的重新定位。

当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模仿人类的创造力生成诗歌、代码甚至学术论文时，其技术内核与伦理框架的冲

突已不再是抽象的理论议题，而是关乎知识生产、文化存续与社会信任的实践危机。DeepSeek等模型展

现的创造性失控现象，揭示出技术拟人化进程中的矛盾局面，即算法系统越是通过参数优化逼近人类创

造力，其价值判断的无根性就越发显现。这种矛盾冲突的展现，也要求对人机问题的处理要超越传统控

制论思维，从技术重构、制度创新与价值共建三个维度重构伦理秩序。

（一） 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错位的解决路径：嵌入式伦理治理框架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理性与伦理理性的本体冲突，本质上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技术架构层面

的断裂。破解这一矛盾需从技术设计的底层逻辑重构出发，建立伦理前置的技术研发范式，通过价值内

嵌机制实现技术理性与伦理理性的动态平衡。嵌入式伦理治理架构（Embedded Ethical Governance Ar‐

chitecture， EEGA）创新性地构建了技术伦理的前置性规制路径。该框架主张在人工智能与嵌入式系统

的研发初期，即通过嵌入设计伦理原则［24］（P5537），确保技术演进轨迹与社会伦理标准保持动态对齐。

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伦理要素的参数化建模与价值敏感算法设计，实现技术决策过程的价值理性嵌

入，从而有效规避技术成果应用阶段的伦理风险。这种预防性伦理规制策略，不仅为技术创新的负责任

发展提供了制度性保障，更在本质上推动了技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相较于传统的事后

伦理审查机制，该框架展现出更强的系统适配性与实践效能。

该治理框架的核心创新在于伦理维度的深度内嵌，要求技术开发者在算法架构的顶层设计阶段，就

将伦理考量作为系统性要素纳入技术实现路径。该范式以嵌入式伦理为学理根基，主张伦理专家应深

度介入人工智能研发全流程，推动伦理原则与技术逻辑的动态耦合。为实现这一目标，构建伦理效应量

化评估模型也极为重要。这就要求开发者对算法系统的价值偏差指数、隐私风险概率、信息失真度等关

键指标进行多维度量化测评。这种评估机制不仅构成了技术性能参数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更形成了

对技术伦理风险的预防性识别与管理框架，体现了从技术工具理性向伦理价值理性转变的治理理念

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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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拟人化技术透明化改造是其中的关键环节。人工智能系统需明确展示其道德判断能力等级，

如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的风险分级，将人工智能系统分为不可接受风险、高风险和有限风险三类。同

时，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建立内容溯源强制标识机制，确保用户能够清晰辨识信息来源的技术属性。这

种分级标识制度不仅通过标准化风险等级标识，显著提升了技术系统的透明度，使用户、开发者及监管

者能够准确理解技术边界，还有效降低了因技术拟人化特性引发的认知偏差，帮助用户建立对人工智能

系统能力局限的理性认知，从而在技术交互过程中作出更合理的决策。最后，伦理规范的动态适配机制

是确保人工智能系统持续符合社会伦理要求的关键创新。该机制的核心在于构建人机协同的伦理训练

体系，通过将人类伦理专家委员会实时生成的决策数据，系统性地纳入人工智能模型的强化学习反馈环

路。这种设计使人工智能系统能够在训练过程中动态吸收最新的伦理准则，实现伦理决策能力的持续

进化。

嵌入式伦理开发框架通过伦理前置设计规范、拟人化技术透明化改造和动态伦理适配机制，为技术

设计与伦理冲突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这一路径的核心在于技术与伦理的深度融合，通过量化评估、透

明化改造和动态训练，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在设计阶段即嵌入伦理规范，从而有效缓解技术设计与伦理

冲突。

（二） 技术社会化与责任归因困境的解决路径：三元协同治理体系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应用与社会规范冲突是其创造性失控的直接表现。为应对这一问题，三元

协同治理体系提出了一种多层次、多主体协同治理路径，通过责任链区块链溯源机制、社会规范动态校

准平台以及信任重建工程，形成技术应用与社会规范的良性互动。

一是建立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责任溯源链机制。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的控制主体必须确保技术实施

全流程及决策逻辑的完整可追溯性。可以通过嵌入区块链数字水印，实现对生成内容来源的精准追溯

及其合规性验证。区块链技术特有的数据归因功能与不可篡改特性，为建立清晰的主体责任界定提供

了技术保障，有效消除了传统责任认定中的模糊地带。二是构建社会规范动态校准平台。该平台以多

源异构数据融合技术和人机协同监测技术为支撑，实时采集并分析社会规范体系的动态演变数据，涵盖

法律法规更新、公众舆论走向及社会文化变迁等多维度信息。通过构建这种实时校准机制，确保人工智

能系统的输出内容与社会规范保持动态适配。同步开发的动态风险评估指标体系，运用大数据分析模

型对社会风险进行实时监测预警。当人工智能输出内容与社会规范偏离度超出预设临界值时，自动触

发风险熔断机制，从而有效规避技术应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伦理失控风险。三是信任重建工程。风险

与挑战带来的信任问题可能会阻碍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面对这样的问题，二十国集团发布《G20人

工智能原则》，强调人工智能的伦理和社会责任，提出负责任地管理可信赖的人工智能基本原则，以及实

现可信赖的人工智能国家间合作。此外，同步推行人机协同监管模式，进一步强化信任修复机制。根据

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的要求，对可能影响人权的人工智能系统，必须保障用户获得人工干预的权利，并

通过独立第三方审计确保系统合规性。通过人类专家与人工智能系统的协同决策，有利于弥补人工智

能在伦理判断方面的局限性，同时构建技术与社会之间的信任桥梁。

三元协同治理体系通过责任溯源链机制、社会规范动态校准平台和信任重建工程，为技术应用与社

会规范冲突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这一路径的核心在于多主体协同与动态校准，通过责任明确、规范校

准和信任重建，确保技术应用与社会规范的动态一致性，从而有效缓解技术应用与社会规范冲突。

（三） 治理异步性与价值共识冲突的解决路径：敏捷治理生态构建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治理与伦理监管冲突是其创造性失控的深层次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敏

捷治理生态构建提出了一种动态适应性治理路径，通过弹性监管框架设计、全球伦理治理网络以及价值

对齐工程，形成技术治理与伦理监管的协同机制。

第一，构建弹性化的监管框架体系。其核心在于创设监管沙盒动态指数，该技术治理工具能够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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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系统的迭代发展速率，实时调整监管介入的力度与方式。欧盟《人工智能法案》专门设立章节，

为人工智能监管沙盒机制制定了详尽的运行规则，这种制度创新为探索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治理范式提

供了安全试验空间。同时，配套建立跨学科风险应对团队，整合法律专家、伦理学者及技术专家的专业

智慧，形成复合型监管能力，确保在技术治理过程中能够即时识别并处置伦理风险。这种机制设计显著

提升了监管体系的灵活性与环境适应性，使其能够有效应对人工智能伦理监管领域不断涌现的新型挑

战，为技术发展与伦理规范的协同演进提供了制度保障。第二，构建全球伦理治理互联网络。其核心在

于开发跨文明伦理转换机制，运用文化特征提取算法实现不同伦理体系间的语义转换与规范对接，从而

确保全球伦理治理体系的可操作性。同步建立人工智能国际伦理评估框架，将技术合作与技术援助同

伦理评级结果相挂钩，类似于联合国技术促进机制中的伦理审查模式。这种评估框架不仅有助于增强

全球伦理治理的公平性，更能为国际技术合作提供标准化的伦理审查依据，推动技术发展与伦理规范的

全球化协同。第三，实施价值对齐工程。运用博弈论优化算法，对技术安全治理与伦理合规监管的资源

分配进行动态优化，确保技术治理目标与伦理监管要求保持内在一致性，有效规避治理目标错位风险。

同时强化伦理审计机制，在传统算法审计流程中嵌入价值观向量分析模块，重点检测模型决策过程中在

公平性、正义性等伦理维度上的表现。

敏捷治理生态构建通过弹性监管框架设计、全球伦理治理网络和价值对齐工程，能为技术治理与伦

理监管冲突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这一路径的核心在于动态适应与全球协同，通过弹性监管、跨文明伦

理治理和价值对齐，确保技术治理与伦理监管的同步性与一致性，从而有效缓解技术治理与伦理监管

冲突。

综上，技术拟人化与伦理秩序的重构，最终指向人机关系的范式转型。当算法系统开始深度参与人

类价值判断时，人类既不能沉溺于技术乌托邦的幻想，也不应陷入卢德主义式的抗拒。真正的解决之道

在于建立伦理嵌入式的技术演进路径，在应用层面发展人机伦理协商机制，通过可解释界面促进技术系

统与人类价值观的持续对话；在文明维度坚守人文精神的底线，警惕工具理性对价值领域的全面殖民。

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拓展智能边界的同时，守护那些使人类成为人类的东西——对真善美的永恒追

寻，对正义的执着坚守，以及在不确定性中依然选择相信的勇气。这些无法被参数化的价值维度，正是

技术拟人化进程中不可逾越的伦理地平线。

（本院硕士研究生陈源源在本文的文献资料整理、数据收集工作中付出了辛勤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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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reative Out-of-control" in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Ethical Order 

In Technological Anthropomorphism

Wu Yingping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Abstract Distinguished from mere technological runaway and ethical anomalies, the Creative Out-of-

control in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refers to systemic risks arising when technological systems 

with quasi-subjectivity deviate from human-preset ethical trajectories through their autonomous optimization 

mechanisms. The creative capacities of generative AI span multiple dimensions encompassing cognitive sci‐

ence, ethics and ontology. Machine creativity does not merely imitate or replace human creativity, but repre‐

sents a novel cognitive interface co-evolved through the symbiotic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 and 

human civilization. The essence of creative out-of-control lies in the conflict between technological anthropo‐

morphism and ethical disembeddedness, manifesting as the misalignment between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and value rationality, practical dilemmas in techno-socialization and accountability attribution, and institution‐

al paradoxes stemming from governance asynchronicity and value consensus. This paradigmatic confronta‐

tions require a tripartite approach to human-machine relations through technological reconfiguration, institu‐

tional innovation and value co-creation; it necessitat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embedded ethical governance 

framework, a triadic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system and an agile governance ecosystem to reconfigure the 

ethical order of technological anthropomorphization.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reative Out-of-control; technological anthropomorphism; ethical 

disembeddedness; order reconstruction; DeepS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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